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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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机械化是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在工业化的理论框架内，本文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围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农业机械化的实现途径以及步骤等几个问题，对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对中国当前的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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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以农业工业化为取向和目标的艰难嬗变。工业化是一个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实质的经济进步过程。从生产技术层面来看，它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的最大特征表现在机器和机器体系取代手工工具。
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工业化就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离开了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以农业机械化为线索研究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不但有利于我们把握农业工业化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理解和思考，而且其中蕴含的思想主张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实践不无裨益。近代思想家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俯拾皆是，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仅在介绍历史人物农业思想的时候对其农业机械化思想予以简单介绍。这样一来，一方面，割裂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联系性，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历史传承性及差异性，不利于我们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侧重于过程的描述，没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特别是没有把农业机械化放到工业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角度出发，把农业机械化纳入到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内，围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适用条件、实现途径和步骤等方面，对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一、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探讨

    “农业机械化的意义，非泛指农业生产使用机械之谓，其关键乃在农具的使用，不以人力，亦不假助于畜力，而以动力为发动，引用农具，从事耕作”。
唐启宇在《中国农业问题丛书》中高度概括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农业机械对于生产及工作之影响有数种。第一增加生产量；第二减少生产费；第三间接改良生产品之品质；第四直接减少农民；第五妇人可从事新工作；第六增加工值；第七增加智力；第八减少工作时间；第九赠进农人之福利。”
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或者是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产出，或降低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量。冯桂芬首次提出了“机器垦耕论”，主张采用机器设备发展农业。
他说：“前阅西人书，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鉴于战乱造成大量劳动力死亡，田地荒芜的悲惨情形，冯桂芬建议中国采用机器进行开垦，“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数百亩”。
薛福成比较了中外人口土地比例，指出西欧各国人口密度高于中国，“而其地之膏腴又多不逮中国，以逊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究其原因在于“机器能以一日之力，成十日之功，一人之力代百人之功”。
张之洞从节约劳动时间的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采用机械“一日可兼十数日之程，则一年可办十数年之事”，“百人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因此，“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
孙中山从灌溉、收割、垦荒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指出“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
韩稼夫认为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相契合。“农场机械化与电气化的优越性惟在工作迅速，适于大量生产，如作物之耕耘收获，各有定时，偶失农时，即肇损失”。
他进一步指出，“农业机械化之目的，在籍大马力之耕作机为大规模与高速度之作业，庶可以用极少数之农业劳动者，耕种极大面积之农场”。

    从经济学上讲，生产函数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不同的要素组合代表着不同的技术形态。农业生产引入机械要素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生产技术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可以推动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从更深层次看，农业机械的发明和使用是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劳动资料的外化形式，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二）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业的本质是人类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生产经济活动。
因此，农业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性，土地利用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出的多少。土地利用率是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在全部土地面积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意味着增加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地方的地形、地势、水文、气候等呈现出较大差异。受各种因素影响，近代土地荒芜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利用率很低。梁启超指出，“今以中国之地，养中国之人，充类尽义。其货之弃于地者，岂可数计。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曰各疆、琼澳各岛，其万里灌莽，未经垦辟者不必论，……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
因此，针对因自然条件恶劣引起的土地利用率过低现象，梁启超大力倡导机器垦殖土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孙中山以抽水机为例，论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许多荒地之所以无法耕种，原因不是农民不愿意耕种，而是因为那些荒地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倘若“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利用农业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农业的思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思想与传统的通过垦荒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种形式。而传统垦荒方式仅着眼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本质上是一种依靠增加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农业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
（三）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
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激烈争论，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以及市场等。陈宰均指出，“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
在强调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途径的同时，吴知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实现粮食和工业原料充足供应的保障，“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
韩嫁夫从劳动力供给方面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的影响。他指出，“在工业化进展之初期，农场劳动不感缺匮，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可籍工业之勃兴为之吸收，如工业化发展至相当成熟度，则工商等业发生吸收农业人口之现象，自必逐渐显著。此种困难，必赖农业之生产之机械化以解决之。”
韩稼夫的言论表明，在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要素。
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劳动力要素贡献以及外汇贡献等，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就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影响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工农业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持续地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客观地讲，近代学者关于工农业关系的论述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养分，间接地促进了发展经济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主流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重视工业、忽视农业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和工业化进程的中断，最终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历史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近代学者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四）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
    传统农业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产部门具有三个重要经济特征：第一，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耕作方式，具有千年不变的高度稳定性；第二，在以粗放耕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农业劳动人口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第三，保持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传统自然经济状态，因而其农产品商品率也很低。
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农业生产呈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传统的农业处于全面的落后和被动之中。唯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采用农业机械“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而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
对此，康有为也深有同感，西方国家“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而中国的农业机械无论在数量、质量、规模上，还是在实际利用效果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机器不盛，永无与各国竞争之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奔走呼吁、殚思竭虑。农业机械化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弘扬民族精神的美丽画卷。
二、关于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的剖析
    一个国家获得农业生产率和产出迅速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在各种途径中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如果不能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禀赋制约的途径，就会抑制农业发展和整个经济发展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表明，作为一种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农业机械化能否成功实质上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实现程度。近代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阐述：
（一）农业机械化以农业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昂贵为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本质上是物化劳动取代活劳动，必然对农业劳动力产生重要影响。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在农业劳动力满足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农业机械化。对此，近代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冯桂芬是中国提出采用西方农业机器耕作的第一人。
他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机器，佣赴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所以，他建议“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
王韬指出尽管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贫乏者甚多，皆借富户以养其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财，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壅滞不通。”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
 韩稼夫阐述了农业机械化的四个先决条件，其中第二个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
唐启宇不仅意识到机器排斥劳动力的问题，而且为劳动力的转移指明了方向。“夫机械若果比人工为经济，一时间农人失业为苦，在所难免。若失业之农人能移赴西北垦荒或赴工厂作工，使其生活进步，则真国家社会之福也”。
 针对舆论大肆宣扬农业机械化的状况，中美技术合作团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机械化不仅不适用于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而且不适用于水田等农作区域。“中国在某一区域不能对设备大量投资，尤以农场劳力过剩之时为然。多处农田不能充分增大以适用大型机械，水田更属无法利用巨重之器械。”
 
    尽管有些学者指出，近代思想家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论述反映了他们的保守态度。
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论述恰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实行农业机械化的重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坦共同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该理论指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变化，而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廉价的要素对昂贵的要素替代。在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里，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的出现是对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替代，这种技术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相反，在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的国家里，土地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是按照替代土地的方向发展的，这种技术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依据该理论，农业机械化是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走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工业化思想成为近代社会主流思想的时候，近代思想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冷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二）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态、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过程是：变革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变小农土地经营为大土地经营，自此基础上实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农业生产转移到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上来，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变革小农经济和变革生产技术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阶段或基本内容，后者的变革以前者的变革为基础。因为小农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立的。
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前提。对此，近代思想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麦孟华认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是与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状况相适应的，因为“若用新机而田亩不广，则阡陌界错，旋转费时，所事无几，不尽其用，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机器之利，所以亦独厚于大农。”
严复说：“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盯散畦之中。”
汤寿潜建议在屯垦过程中“详加相度，其有沟渠圩闸易于修复连成片段之田，会同地方官酌量价买，或给岁租代为垦治沟田，耕种刈获，便于施用机器。”
根据民国八年农商部的统计表，唐启宇指出“农场如此之小，何从望其为利益之经营”。同时，“地积不成一片，东鳞西爪，碎块甚多，形状甚不规则，来往耕种，耗费时间，故耕种之际不能用机器而必用人力手工也”。

    从经济学上讲，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客观要求。所谓规模经济，指的是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长期总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时的一种生产状态。由于农业机械化技术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农业机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因此，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随着农产品数量的逐步增多，单位农产品分摊的农业机械成本逐步降低，最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农业机械化的理解和把握，推动了我们对土地所有制以及土地流转机制的认识。
（三）农业机械化以工业的进步和繁荣为依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说：“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方式屡经变异。”
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改革曾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的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
在阐述工业发展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时，近代学者的论述非常深刻，颇具有发展经济学的魅力。韩稼夫以列举的方式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工业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农具材料与工具之应用，随工业发达而日有进步，现代农田工作，均赖新式机械以节省人工，言布种则有播种机，言灌溉则有吸水机，言收获则有割禾机、打谷机、割禾打谷两用机、采棉机，言调制则有筛选机、干燥机，言动力则有曳引机，而农场所需之榨乳、分酪、喷药制以及蔬菜、水果、乳产之加工无不惟机械是赖，此均机械制造工业发达遂有以致之”。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推广改良农具于农民，必须大量廉价供应，方能收实效。农具制造必须设厂，在设厂初期，私人企业不能获利之前，应由政府负责提倡奖励，以助其成”。
它进一步具体指出，“农业机械化时间应该是比较的，如机械成本及劳力供求等各种因素，皆需予以考虑。” 
 除此之外，学者还从燃料方面阐述了工业化对农业机械的影响。“目前农用发动机之使用，实感燃料之昂贵与缺乏，尚能大量制造国产低廉燃料（如各种植物性代汽油等），则燃料问题可迎刃而解”。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任何一国若器械动力所需之燃料油头之大量生产，或易以低廉价格购得时，决不能应用大量动力机械”。

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工业的发达和繁荣是农业机械化的依托，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为实施农业机械化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发达的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廉价的农业机械，改变农业机械、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相对价格，真正实现农业机械化。“机器采用的数量，既要看机器的物质效能，同时也要看它与农产品以及劳动力在价格上高低的比较。……..一般来说，机器应用程度的变化，与农产品价格及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是同一方向的；而与机器本身价格的变化，则是相反方向的。”

（四）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农民的素质为保障
    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桑说：“人力资本…….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讲，农民素质的提高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保障。关于提高农民素质，近代思想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破除农民保守落后的意识形态，塑造农民接受新机器的心理。陈炽主张改革传统农民的保守落后心理，“惟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此中外古今之通弊也。”
张之洞认为要大力宣传农业机械的优越性，破除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让农民从思想意识上接受农业机械化技术。“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了解机器的功能，“自能闻风仿效”
；第二，设立农业学堂，通过教育使农民掌握农业机械技术。舒尔茨指出，新技术能否在农业实践中推广不仅取决于农民对新技术利弊的权衡，而且有赖于农民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就是客观上取决于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因此，要兴办教育，普及农业机械化知识。张之洞指出，“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行而有效，民自从之。” 
韩稼夫指出，“使用此类机械之先决条件，一为农场面积已扩大至不能用人工耕种之限制，二为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三为机器制造工业十分发达，农业用机械可以自给，四为国民教育发达，一般农民能具有机械化的头脑”。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主体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资料的种类和劳动对象的范围。因此，舒尔茨指出，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有效途径，“没有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近代学者的论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相互结合，片面强调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注定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论启示我们，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任何脱离劳动主体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严重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在发展农业之初就将教育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可以说，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农民素质的提高。
三、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途径的论述
在阐述农业机械化重要性和适用条件的基础上，近代思想家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农业机械化的途径，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总体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途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从国外引进农业机械；另一种是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制造符合自身需要的农业机械。郑观应建议“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
直接购买国外的农业机械简单易行，但是无法建立和形成自己的农业机械技术体系，无法实现技术的创新。因此，孙中山指出，农业机器不能仅靠外国进口，要努力实现自制农具，况且“中国工价甚廉，煤铁亦富”，自制农器有很大的优势，中国更“须自制造一切农器，不必由外国输入”。韩稼夫指出，“国产新农具之制造，为现实农业机械化之基本工作”。
郑观应更是提出了制造小型农耕机器的建议，希望“局中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如农桑两项之物，精益求精，灵便适用，则数百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
汤寿潜指出“西人新创耕田机器，小者每具不过百金，什倍人力。天津有制造局，如法为之，万金可成百具，散之民间，通力合作，可无不耕之地。”
在谈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送大量曳引机到英国以帮助英国实行农业复兴时，张则尧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曳引机的使用，目前尚非其时。即使运来中国，亦只能择其小型或中型者少量运来，以供试验示范之用”。
。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界定为由后进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进国家没有，后进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资金、技术、制度建设、生产结构等多个方面。
笔者认为，引进农业机械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体现了近代学者对后发优势的感性认识。这种方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避免自主研发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成本。但是，格申克龙的替代性理论和列维的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不存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西方地广人稀的状况催生了大型农业机械，而这种技术显然与中国地少人多、土地分割的国情不相吻合。因此，以小型农业机械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是西方农业实践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学者探索农业机械化实现途径的结晶。这种制造小型农业机械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战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中小型特别是以小型为主的半机械化战略，非常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经济落后的国情，实行效果很好。
 
      四、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步骤的分析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农业机械化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必须从自身的国情出发，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方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尽管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存在许多困难，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应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吾国农民去此标准，其遥远几不可想像，但如欲竞逐于现代强盛国家之列，工业化必须积极发展，小农经营必须以大规模农场取代，故吾国农业建设之最终目标，仍趋向于机械化，虽不免有待时日，但吾人绝不应迁就目前的习惯，因噎而废食也”。
 在农业机械化目标既定的情况下，要循序渐进，“一般舆论皆赞成增加农场面积，事实上大型农场虽属需要，后果尤不容忽视。设此事一旦实现，则多数农民将被挤出田场，而降居农工之地位，是将造成严重之失业问题。中国欲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必需循序而进，决非一蹴而几。各种设备、工厂及技术亦需逐步发展。”
 结合史料，笔者把近代学者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骤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区域农业机械化思想，即按照不同区域农作物生产的特点以及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分区域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使用机械的自然环境来看，“故以田间工作施用机械之环境而言，我国可分为三大农区：（1）东北与西北，以麦类为主，杂粮为副，可称高度机械化之可能区域。（2）华北平原以小麦棉花为主，豆类高粱小米玉米为副，可称中度机械化之可能区域。（3）水稻区域以水稻为主，麦豆高粱玉米油菜为副，可称低度机械化之可能区域”。
第二，有限农业机械化思想，即在符合农业机械化条件的地方首先推行农业机械化，待其他地区条件成熟之后再实行农业机械化。“在若干时期内，中国多数农场机械化之努力方针，应着重于人力及畜力器械之改进。只有少数区域之非灌溉地，其田场大小足够大型机械之使用。但此种有限机械化之建议，并不反对农民集合应用脱粒、碾米、轧花、打水及开垦等机械”。
第三，先生物技术后农业机械化的思想，即首先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在条件成熟之后，再发展农业机械化。“故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在农地零细分割的现状下，只能加以研究，至多加以技术上的准备，若夫具体实施，则必有待于将来，有待于兴扶团体自耕农兼程并进。日前在农业经营上所可能改进者，吾人认为仅有改良种籽、杀除病虫、施用科学肥料、繁殖并保证耕牛等项，如果能使用简易的机器农具，已经可以喜出望外了”。

笔者认为，三种思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步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农业机械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把三种思路结合起来，汲取其中合理的思想元素才能真正找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结合而成的思路既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和特定地区的条件，又考虑了不同农业技术的替代关系，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为中国农业机械化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思想。中国自然条件的差异性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全方位地进行农业机械化，只能分区域、分阶段地实行农业机械化，最终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日本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面对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情况，日本大力发展以节约土地为目的的生物技术，通过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增加化学肥料投入等方法，提高土地产出率，并且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五、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通过对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系统考察，我们看到近代思想家不仅为我们阐述了农业机械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围绕劳动力要素、土地规模、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让我们意识到农业发展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内在性价值，工农业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仅从宏观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农业发展的美好图景，而且从微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循序渐进的步骤和程序。总而言之，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是一个体系完整、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论述深刻的思想体系，它不仅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为我们当前的农业机械化提供启示。
第一，创造各种条件，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根据近代学者的论述，我们应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健全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强化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实现了以上各种条件，才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奠定基础。
第二，兼顾国情国力，创新农业机械化技术。生产力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自然条件的诸多差异决定了中国农业机械化技术不可能是单一的技术形态，而是一个能够包容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复合技术。这种技术不仅能够创造与西方大规模农场相适应的大型农业机械，又能制造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小型机械。
第三，尊重客观规律，稳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过程，内在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农业机械化的范围、途径和步骤。因此，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客观规律，分阶段、分区域、有次序地实现农业农业机械化。
库兹涅茨认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种潜力，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使技术得到有效的和广泛的利用，并使技术本身的进步通过这种利用而受到激励，那就必须进行制度上和思想意识上调整。”
笔者认为，尽管近代中国农业机械化思想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元素，但是，多数学者的论述局限于农业机械化本身，而没有把农业机械化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因此，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无法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正如章有义先生指出的那样，“19世纪以来乃至近代，纵不能说没有点滴变化，但从总体看，确实谈不上有什么质的变革。试用显微镜来观察，不难看出种种新因素的萌芽，如新式农机具、改良农具、化学肥料、外来良种等等。但都不过是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中迸发出的几点火星，远未形成火炬。”
 
The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Roa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the Angl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i Ya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of Economics)
Abstract：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the basic way of reforming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aper apply the relevant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Chinese modern though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 centering on the importance ,conditions ,approaches and step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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